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
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潘务正

　　摘　要：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 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
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 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 因为李商隐在杜甫、
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 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

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

诗。 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

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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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诗人中，桐城派最推崇杜甫，杜诗作为方

氏、姚氏等大家族的家学世代传承，其次推崇陶渊

明、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人。 至于李商隐，
桐城派抱持非常矛盾的态度，或爱之同杜甫，或厌之

如王彦泓，亦有爱恨交织者。 随着时代的变迁，桐城

派诗人对李商隐的评价也在不断改变。 关于桐城派

诗人对李诗的接受，刘学锴、吴调公及米彦青等在其

著作中均有所涉及①，尤其是对于其中著名者，如钱

澄之、姚鼐、方东树、曾国藩等人的观点，均有或多或

少的论述，本文拟从总体上对桐城派的义山诗评论

加以考察。

一、杜诗嗣响

桐城派宗尚杜诗，因此，但凡善学杜者，如韩愈、
白居易、黄庭坚等人，均得到其推崇。 他们肯定李商

隐诗歌，主要也是在此方面。 由尊杜而崇李，王安石

开其先声，认为李商隐直承杜甫。 宋人诗话记载：
“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

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 ［１］ 与王安石类似，
桐城派也是将义山作为老杜传人看待。 姚鼐认为，
晚唐诸诗人中“惟玉溪生乃略有杜公遗响” ［２］２，并
指出，李商隐五律、七律、排律均效法杜诗：“七律佳

者，几欲远追拾 遗 ” ［２］３， “ 长 律 惟 义 山 犹 欲 学

杜” ［２］２０６。 姚莹说：“世知玉溪生善学杜诗，而不知

杜诗有酷似义山者。”并进一步解释道：“《曲江对

酒》一篇即西昆之先声也。 ‘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

别殿漫焚香’，非义山佳句乎？ 至若‘花萼夹城通御

气，芙蓉小苑入边愁’，则李或未之有也。” ［３］ 因为

义山诗与杜诗的密切关系，姚氏因而肯定李诗的

成就。
刘学锴先生认为，杜诗从思想感情及创作精神、

沉郁顿挫的风格、诗歌题材三个方面对李诗产生影

响［４］３９７－４０２。 桐城派亦有从思想情感及创作精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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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肯定李诗者，姚莹《论诗绝句》云：“《锦瑟》分明是

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 牙旗玉帐真忧国，莫向《无
题》觅瓣香。” ［５］ 显然，姚氏对于李商隐诗歌中《重
有感》之类关注唐王朝现实的诗歌给予极高的评

价，相形之下，《锦瑟》 《无题》诸诗则遭到他们的排

斥。 但即使是“昔人皆从上选”的《重有感》，与姚莹

同为“姚门四杰”的方东树却“细按之终未洽”。 虽

然其父方绩指出此诗承杜甫《诸将》之意，但仍认为

其“不及杜”。 原因在于它“骨理不清，字句用事，亦
似有皮傅不精切之病”，如第四句与次句复，又与第

六句复，此为无章法；杜诗则无此“忙乱沓复错履”
之处。 方东树认为，导致此种状况出现的根本原因，
是“有本领与无本领”之“悬绝”。 杜甫“有本领从肺

腑中流出”，所以其诗“措注用意，语势浩然，而又出

之以文从字顺，与经、骚、古文通源”；李商隐及明七

子则属于“无本领”者，故其诗“不过东牵西补，涂饰

搘柱以成室而已” ［６］４３６。 李诗“无本领”，故其难与

杜诗比肩。
“无本领”意味着其人道德修养不够充实。 桐

城派将道德境界视为诗歌成就的根基，刘大櫆认为：
“文章之传于后世，或久或暂，一视其精神之大小薄

厚而不逾累黍。” ［７］ 姚鼐则发现 “ 古之善为诗

者……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

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故曰善为诗也” ［８］５０的

规律。 方东树亦云：“大约胸襟高，立志高，见地高，
则命意自高。” ［６］３８１总之，桐城派认为，诗歌成就大

小与诗人的精神境界高低密切相关，胸襟高，为有本

领；反之，则为无本领。 在方东树心目中，李商隐乃

胸襟不高者。 释石林云：“诗人论少陵忠君爱国，一
饭不忘，而目义山为浪子，以绮丽华艳，极《玉台》、
《金楼》之体也。”方氏引此语，并加按语云：“论皆有

见，亦平允得实。” ［６］４３４由此可见，他是同意这一观

点的。 正因为如此，桐城派认为李商隐并没有在精

神内核层面继承杜诗。
李诗“嗣响杜公” ［６］４３３，更多是从艺术层面上

来说的。 在桐城派看来，杜诗 “所以冠绝古今诸

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

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 ［６］３７９。 这种看法虽然是

评价杜甫的七律，实际上也可以作为杜诗各体的定

评。 至于义山学杜，姚鼐以为他“但摹其句格，不得

其一气喷薄、顿挫精神、纵横变化处” ［２］２０６。 桐城

派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并未真正把握杜诗沉郁顿挫、
纵横变化等精妙之处，而仅仅在句法、章法及诗人个

性展示等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义山诗的句法效法杜诗。 姚鼐认为义山

多学杜诗之“句格”，方东树对义山诗的评价也注重

这一方面。 如义山诗《写意》颔联“人间路有潼江

险，天外山惟玉垒深”二句，为三一二一之结构，方
东树说此二句句法“似杜” ［６］４３６。 观杜甫《九日蓝

田崔氏庄》颈联“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

寒”与《小寒食舟中坐》颔联“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

花似雾中看”，句式都是前三字一顿，第四字为虚

字，五六两字为方位名词，第七字为实词。 又如杜甫

《野老》颔联“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与
《送韩十四江东省觐》颈联“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

江寒树影稀”，其中的第四字虽然都不是虚字，但三

一二一之句式亦同。 此外，方氏以为李商隐《安定

城楼》“句格似杜”。
其次，义山诗的章法学习杜诗。 方东树认为，李

商隐的《写意》不仅三四句章法似杜，而且“末句点

题，章法用笔略似杜” ［６］４３６。 此诗首二句“燕雁迢

迢隔上林，高秋望断正长吟”总起，中间两联“人间

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 日向花间留返照，云
从城上结层阴”写景，寓思乡之情，末二句“三年已

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点题，何焯谓“即老杜

所谓‘丛菊两开他日泪’ 也” ［９］１２１２－１２１３。 杜甫之

《秋兴八首》，中间两联或写景，或用典故关联时事，
末联点题，结构与此较为相似。 而方氏之所以说

“略似”，是因为对李诗中首句用“上林”代指故乡不

太满意。 方氏认为：“不知此诗作于何地，似是在蜀

及判官时，而以燕雁上林为乡，支泛无谓。 五六写思

乡之景，句亦平滞。” ［６］４３６ 《写意》首句用苏武归国

之典，大概方东树觉得苏武是由北方匈奴归国，而义

山此时在柳仲颖东川节度使幕下，因此用典不切，故
觉“支泛”。 加之五六两句写思乡而句式平淡滞涩，
不比杜诗之雄杰，故认为李诗章法虽学杜，但与杜诗

差距甚大，所以只是“略似”杜诗。
最后，义山某些诗作能写出诗人的精神面貌，神

韵可与杜诗媲美。 方东树给予李商隐的《筹笔驿》
高度评价：“义山此等诗，语意浩然，作用神魄，真不

愧杜公。 前人推为一大宗，岂虚也哉！” ［６］４３７在他

看来，义山此诗之“语意浩然”及“作用神魄”都可以

与杜诗相媲美。 所谓“语意浩然”，就是指杜诗之

“奇横恣肆” 的风貌，方回评此诗“起句十四字壮

哉” ［９］１３２２，亦是“浩然”之谓。 “作用神魄”则指诗

中有作者在。 方东树将诗之神称为“魂”，“魂”之载

体即语言文字层面称为“魄”，好诗自有魂魄。 他评

刘长卿的《登余干古县城》云：“言外句句有登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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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句有作诗人在，所以称为作者，是谓魂魄停

匀。”诗之魂即诗人之魂，一首诗最完美的表现应该

是魂与魄的有机结合。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义山诗

“多使故事，装贴藻饰，掩其性情面目，则但见魄气

而无魂气”；作为“千古一人”的杜甫“只是纯以魂气

为用”， 而 “魂气多则成生活相， 魄气多则为死

滞” ［６］４２０。 显然在方东树看来，义山诗多“死滞”，
不能与老杜相提并论。 但他认为李商隐的《筹笔

驿》魂魄停匀，与杜诗不相上下。 沈德潜亦云此诗

“瓣香老杜，故能神完气足，边幅不窘” ［９］１３２２，这与

方东树的意见相近。 人多以此诗与《蜀相》并提，而
刘学锴先生认为，就此诗之内容而言，更接近《咏怀

古迹》其五，“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即
“管乐有才真不忝”之意，而“运移汉祚终难复”一

语，“更直可移作此诗主题” ［９］１３２５。 正是由于二者

如此相类，故方氏赞其“真不愧杜公”。
此外，方东树还认为李商隐《二月二日》 “似杜

公”，《杜工部蜀中离席》 “拟杜体” ［６］４４３，只是“深
厚曲折处不及”，然“声调似之”。 在评论义山诗时，
方氏脑海中总是有个杜诗的标准横亘其中。 方贞观

在评论唐代诗人时，亦常将义山与老杜相提并论：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非奇险怪诞之谓也，或
至理名言，或真情实景，应手称心，得未曾有，便可震

惊一世。 子美集中，在在皆是，固无论矣。 他如……
李商隐之‘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不
过写景句耳，而生前侈纵，死后荒凉，一一托出，又复

光彩动人，非惊人语乎？” ［１０］１９４４在桐城派看来，李
商隐诗歌是杜甫的继承者，因而总是有意分辨二者

高下。

二、七律成派

方世举《兰丛诗话》云：“王荆公以为先从李义

山入，似只谓七律。” ［１０］７７１观王安石喜诵义山“雪
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永忆江湖归白

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诸句，则其所赏者，不惟

七律，亦有五言。 然桐城派最推崇义山之七律，正如

方东树所云“玉溪七律，前人谓能嗣响杜公，则诚未

可轻视” ［６］４３３。 在他看来，义山诗最能得杜之精髓

者在七律，这在桐城派基本达成共识。
从选本来说，桐城派最爱者为义山七律。 刘大

櫆编《历代诗约选》时，于义山诗甄选颇多：卷二十

一选其七言古诗《韩碑》１ 首，卷三十九选其五言律

诗 ２０ 首，卷五十一选其七言律诗 ４６ 首，卷六十八选

其五言绝句 ２ 首，卷七十七选其七言绝句 ３８ 首，所
选最多者为七律。 姚鼐《今体诗钞》选其五言律诗

十六题 １７ 首，七律 ３２ 首，七言绝句 １３ 首，亦重其七

律。 对于姚鼐所选七律，方东树氏自然首肯，称其

“最为严洁” ［６］４３４，“但存此等三十二首，而删其晦

僻支离、轻艳流奕者，岂不洗清面目，与天下相见”。
但他对于刘大櫆各体均选李诗的做法，则批评为

“海峰多爱，不免滥登耳” ［６］４３７。 至于曾国藩选《十
八家诗钞》时，仅选李商隐七律 １１７ 首，亦可见他对

此体的偏爱。 在桐城派看来，义山诗成就最高者为

七律，能够继承杜诗者亦在此体。
方东树曾言“诗莫难于七古”，因为此体“以才

气为主，纵横变化，雄起浑颢，亦由天授，不可强

能” ［６］２３２。 不过，在谈论七律时，他又说：“诗之诸

体，七律为最难，尚在七言古诗之上。” ［６］３７５因为此

体“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恣开阖阴

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所以为

难” ［６］３７５。 七古可以才气为之，任诗人之意以为起

结；而七律必须在规定的格律及结构中施展才气，因
此其难度自然在七古之上。 方氏将诗史上的七律名

家总结为“二派七家”，所谓“二派”，即杜甫与王维；
所谓“七家”，首为李商隐，后面依次为黄庭坚、陆
游、李梦阳、李攀龙、陈子龙、钱谦益。 至于大历十才

子、刘长卿、白居易等虽亦足以称宗，但都不及义山

“别为一派” ［６］４３３。 由此既可以看出方氏对七家裁

量之严格，亦可见其对义山七律之推崇。 姚鼐云：
“玉溪生虽晚出，而才力实为卓绝。 七律佳者，几欲

远追拾遗；其次者，犹足近掩刘白。” ［２］３ 方东树之

论，很大程度上承其师之观点。
义山七律，在杜、王二派之后另成一派，且“实

兼上二派”，也就是说玉溪七律兼有杜诗及王诗之

妙。 方东树品味杜甫七律妙在“如太史公文，以疏

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

地”，此为“极境”；王维七律妙在“如班孟坚文，以密

字为主；庄严妙好，备三十二相；瑶房绛阙，仙官仪

仗，非复尘间色相” ［６］３７８－３７９。 据此描述，杜、王二

派，实即阳刚与阴柔两种审美境界：杜诗“雄奇飞

动，纵恣壮浪”，即具阳刚之美；王诗“瑶房绛阙，仙
官仪仗”，实具阴柔之美。 姚鼐论文有两种境界：一
为阳刚之美，一为阴柔之美。 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

“阳刚阴柔，并行而不容偏废”的美学理想，而若“有
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定然是“必无与于文者”。 然

而，他又认识到，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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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毫无“偏废”，必偏于一端，因为天地之道尚阳

而下阴，那么“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

婉” ［８］４８。 所以，姚门弟子在美学追求上崇尚阳刚

之美。 管同云：“古来文人陈义吐辞，徐婉不失态

度，历代多有；至若骏桀廉悍，称雄才而足号为刚者，
千百年而后一遇焉耳。” ［１１］４３０ 有鉴于此，他提倡

“与其偏于阴也，则无宁偏于阳” ［１１］４３０。 方东树在

此方面与管氏同，故推杜诗阳刚之美为“极境”。
方氏认为义山诗兼有杜、王二派之妙，大概就是

指其诗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 在沈德潜看来，杜诗

“纵横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 目为‘大成’，非
虚语也” ［１２］ 。 也就是说，杜诗也是二美兼具的，只
不过方氏将其视为阳刚之美的最高表现。 义山诗兼

具二派，于壮美之中又兼熔阴柔之美。 方绩评《茂
陵》云：“藏锋敛锷于宏音壮采之中，七律无此法

门。” ［６］４３７所谓“藏锋敛锷”即偏于阴柔一面，“宏音

壮采”则属阳刚之美，此诗最大成就在于纳阴柔于

阳刚，实现二者的融合。 对于此诗的主旨，评论者有

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是慨武宗，一派认为是讽武

宗，而方氏持后一种观点，所以方绩说“此诗全与武

宗对簿”。 首联“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

郊”是言“穷兵略远”；颔联“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

无复插鸡翘”，上句言田猎，下句言微行；颈联“玉桃

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上句言求仙，下句

言近色；尾联“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此“收尤妙” ［６］４３６－４３７。 方氏未明言妙在何处，何焯

云：“落句只借子卿一衬，风刺自见于言外。” ［９］５５５

由此可见，方绩所言妙处即在于此。 此诗造语雄奇

恣肆，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对唐武宗的讽刺，且此种

讽刺于言外见之，含蓄出之，故以“藏锋敛锷于宏音

壮采之中”加以概括，兼具杜、王七律的长处，也正

因此，此诗得到他们最高的评价。
在方绩看来，李商隐之前的七律中无此一派，义

山七律的成就与价值正在于此。 方东树继承其父观

点，以刚柔相济为义山七律之最大特色，其对《九成

宫》的评价亦能说明这一观点。 诗云：“十二层城阆

苑西，平时避暑拂虹霓。 云随夏后双龙尾，风逐周王

八骏蹄。 吴岳晓光连翠 ，甘泉晚景上丹梯。 荔枝

卢橘沾恩幸，鸾鹊天书湿紫泥。”方绩评云：“荔橘夏

熟，故贡于九成宫，‘紫泥’ ‘天书’，只为二物，讽刺

极刻，然不觉，故妙。”又云：“联对之工，杨、刘所能。
其平平写去，不恤民依之意自见，言之无罪，闻之足

戒，则杨、刘无此作用。” ［６］４３８－４３９这两句话来自何

焯，方东树引之冠以“先君云”，将此视为其父之观

点。 何、方指出此诗讽刺意味甚浓，然不直接讽刺，
尤其是末句，天子以紫泥封天书，如此郑重其事，却
只是为了表彰进贡荔枝、卢橘之人，讽刺极为尖刻，
然又让人不觉，诗之妙正在于此。 陆昆曾云：“宫在

凤翔，去京师三百里，每岁避暑于此，往来驿骚可知，
妙在含而不露，使读者自会于字句之外。” ［９］１４９４此

诗与《茂陵》同，都是将讽刺寓于描写之中。 方东树

评《九成宫》云：“此方是义山本色正宗，如建章宫

殿，规制应绳。” ［６］４３９ “建章宫殿”无疑是形容此诗

之气象规模宏大，然如此宏大之工程，又能做到“规
制应绳”，内部结构与布局有条不紊，就诗本身而

言，首尾开阖转折映照分明，将才气融于规矩之中，
义山之能事具于此。 同时，如“建章宫殿”般的宏大

气象，又能与含蓄不露的讽刺相统一，亦是“敛锋藏

锷于宏音壮采”之中，同样做到阳刚与阴柔的融合，
也体现出义山七律作为杜甫、王维之后第三派的

特色。

三、藻饰轻艳

义山七律融合阳刚与阴柔，在姚鼐所追求的审

美境界中，当属最上一层。 但是，桐城派并未将李商

隐置于杜甫之阳刚、王维之阴柔之上，而是将其列为

逊于他们的第三派，主要是因为李诗之藻饰不符合

桐城派的审美追求。 方绩云：“七律中，以文言叙俗

情入妙者，刘宾客也；次则义山，义山资之以藻饰。”
如果说方绩此言并未因为藻饰而贬低义山诗的话，
那么方东树则明确地表达出对李诗藻饰的反感与不

满：“树谓所嫌于义山者，政病其藻饰。” ［６］４３３在这

一点上，方东树难得地与其父观点不同。 桐城派警

惕藻饰诗风，有着悠久的传统与深刻的思想基础。
首先，桐城派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诗文追求

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反对“虚车之饰”。 方苞关

于古文的种种禁忌中，有一条就是反对“六朝藻丽

徘语”进入古文。 在“诗文一理”的观念下，桐城派

诗歌亦反对六朝藻丽之风，而义山诗之藻饰正源于

齐梁。 冯班《钝吟杂录》卷七云：“李玉溪全法杜，文
字血脉，却与齐梁人相接。” ［１３］桐城派认为，诗文过

于文华会扰乱心性，因此必须对此严加提防。 程梦

星笺注义山诗时，曾邀请表兄方世举协助，后者对此

事记载道：“南归舟过扬州，表弟程编修午桥留笺注

李义山集。” ［１０］７７０有此渊源，方氏本应当对李诗有

特别的情感，然而，他却极为厌恶义山诗：“大抵学

长吉而不得其幽深孤秀者，所为遂堕恶道。 义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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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亦皆恶。” ［１０］７８１一个“恶”字流露其心声，之
所以如此，正在于义山诗的藻饰。 他认为：“其文太

繁缛，反恐五色乱目，五声乱聪也。” ［１０］７７１因为李诗

“繁缛”，恐惑乱人之心智，由是而排斥其诗。 钱澄

之论诗崇尚本色，因而对有“温李之遗响” ［１４］３９８之

称的钱谦益及虞山诗派嗜好李诗表现出不解。 他解

释“穷而后工”时云：“昔人谓诗能穷人，非也，惟穷

而诗乃工耳。 而今之达者，类好为诗，则必其能外声

利，薄嗜欲，意思萧闲，不以俗见累其胸，虽达，要不

失穷耳。 ……吾见吴会人诗，好为绮丽语，其人未必

能尽达也，以寒酸习贵人容，徒自失其本色。” ［１４］２９９

在他看来，绮丽之语包含着对声利的向往，而诗之求

工，首要任务在性情的恬淡，故须排斥嗜欲、摒弃绮

语，本色为最上。 执守本色的审美理念，他自然不满

义山诗之藻饰。
其次，藻饰太甚则比兴隐而不彰。 李商隐自道

其为诗“楚语含情皆有托” ［９］１３０９，故后人解其诗，
亦喜揣摩其寄托之意。 钱谦益正是在此层面推崇李

诗，他说：“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若喑而欲言

也，若魇而求寤也，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

托寄， 谜连比，此亦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
吾以 为 义 山 之 诗， 推 原 其 志 义， 可 以 鼓 吹 少

陵。” ［１５］７０４李商隐生活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晚唐时

期，故不得不以比兴寄托的方式为诗；钱谦益处在相

近的 时 世， 故 于 李 诗 感 同 身 受， 因 此 推 崇 备

至［１６］４９－５４。 被视为贰臣的钱谦益遭到深受理学思

想影响的桐城派之鄙夷，他所推崇的李商隐亦因此

连带受屈。 钱澄之云：“《锦瑟》，悼亡诗也，情思颇

深，而为故实所掩，至令解者不知题义所在。 《无

题》诗篇，宫媛仙妃错出互见，只是情昵香奁，词取

艳异，未尝有感人于微，风人言外者，而为之委曲生

解，言有托寄者，妄也。” ［１４］２８２刘学锴先生认为此语

有可能是针对朱鹤龄之笺注而发［４］８２，甚是。 钱氏

反对论者以为义山爱情诗有寄托，退一步而言，即使

有寄托，有情思，但这些均被故实与藻饰遮掩，很难

索解。 贺裳云：“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兼比

兴。”对此，方东树提出异议：“愚谓藻饰太甚，则比

兴隐而不见矣。” ［６］４３４他认为藻饰妨碍比兴寄托的

呈现，这种看法与钱澄之一致。
最后，藻饰掩盖真性情。 钱谦益推崇《无题》等

爱情诗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义山《无题》诸什，春
女读之而哀，秋士读之而悲。” ［１５］７０４但钱澄之并不

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李商隐这类诗“情昵香奁，词
取艳异”，因此“未尝有感人于微，风人言外者”。 他

否定这类诗的感染力，认为尽管这类诗 “本为情

语”，但“读之无一语足动人情”，就好比富家女“亦
有天姿， 而粉黛珠翠全遮本色， 乌足以为佳丽

哉” ［１４］２８１－２８２。 在他看来，妆容遮蔽了富家女的天

生丽质，藻饰也淹没了诗歌的真性情。 而钱澄之所

追求的“本色”，不仅在于语言的质朴，更强调性情

的真挚，正因为如此，李商隐诗歌的藻饰受到他的排

斥。 方东树也指出，李商隐短暂而坎坷的一生足以

让人“流涕”，但是“读其诗，不能使人考其志事以兴

教而起 哀 ”， 关 键 在 于 “ 华 藻 掩 没 其 性 情 面 目

也” ［６］４３４。 由于诗歌过分追求藻饰，诗人的性情难

以显现，感染力也会随之减弱。 正因为如此，尽管李

商隐诗歌尤其是其七律追踪杜甫，但仍为追求真性

情的桐城派所不满。
与藻饰相联系的，是李商隐诗中多写女性，且关

合男女情事，对此桐城派亦极为抗拒。 晚明公安派

及清中期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描写私生活，这
是桐城派无法接受的，为抵制此风，他们对于李诗中

的相关内容亦较多批评。 钱澄之云：“若唐李义山，
好为艳体，吾无取焉。” ［１４］２８１钱氏无法接受义山情

诗中“宫媛仙妃错出互见，只是情昵香奁”的描写。
姚鼐亦是如此，他指出：“《碧城》《深宫》《圣女祠》，
皆刺宫掖之语，但以《碧城》为刺贵主，以《深宫》为
宫怨，犹未尽其旨耳。 此等事，岂文士所当以入吟

咏？ 义山轻薄，故举见于此。” ［１７］ 他反对在诗歌中

吟咏男女之事，指责李氏作此等诗为“轻薄”。 此三

首诗中，姚氏尤其反感《碧城》 《深宫》，故《今体诗

钞》未选这两首，仅选《圣女祠》《重过圣女祠》二首，
及《锦瑟》与《无题》（“来是空言”与“昨夜星辰”）三
首。 方东树的做法较其师更甚，不仅直接无视姚氏

《今体诗钞》选中的后三首诗，而且对《圣女祠》评价

云：“起二句祠。 三四圣女。 五六及收轻薄，不为

佳。”对《重过圣女祠》评价云：“起句祠。 次句圣女。
三四合写。 五六及收以古人衬贴，亦未足法，又无

谓。 此诗可以不选。” ［６］４３９也就是说，尽管他认为

姚鼐《今体诗钞》所选李商隐的 ３２ 首诗“严洁”，但
仍然有所不满，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女性及男女爱

情的诗歌，他都予以极低的评价，甚至直接无视而不

予评价。
曾国藩虽为桐城派传人，亦宗理学，但其文学观

念较该派其他人开放。 他认为说理之文与艺术古文

有别：“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

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

立，将此前家当，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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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
以至无可怡悦。” ［１８］他批评方苞以韩欧古文言说程

朱义理，认为这种做法虽两下兼顾却无法令读者

“怡悦”，这种看法正显示出其与桐城派不同的观

念。 因此，与桐城派批评李商隐诗歌藻饰与艳情相

反，曾国藩从“怡悦”的角度欣赏义山诗。 其《读李

义山诗集》云：“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 太息涪

翁去，无人会此情。” ［１９］ 他以“渺绵”绘其“声响”，
以“奥缓”状其“光莹”，并感叹自黄庭坚之后，再也

无人欣赏李诗之藻饰，由此可以看出其倾向所在。
曾国藩《十八家诗钞》所选 １１７ 首李诗中，大量选入

描写女性或男女之情的诗作，如其中首选《锦瑟》，
据朱鹤龄之注可确定其主题为悼亡；次选《重过圣

女祠》，据程梦星之注可确定其主题为刺女道士。
如果说悼亡及刺女道士还能为此类诗涂抹一层保护

色的话，那么，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中选入为姚鼐

所排斥的《深宫》《碧城》，还毫不顾忌地将一些被认

为是挟妓、冶游、艳诗、淫媟之作纳入其中，这种做法

就极为大胆。 这些诗中不乏如“妓席惜别”的《饮席

戏赠同舍》，“淫媟之辞”的《药转》，“冶游惜别之

诗”《昨日》，“为女冠而作”的《银河吹笙》，“为宫妓

流落在人间者而作” 的 《闻歌》，“为宫怨” 的 《深

宫》，“冶游惜别之诗” 《曲池》，“艳诗” 《牡丹》，“挟
妓之诗”《酬崔八蚤梅有赠兼示之作》，“叹长安故妓

流落回中者”《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等［２０］ 。 曾

国藩在自己欣赏的同时，还教导其子曾纪泽读义山

诗：“尔读李义山诗，于情韵既有所得，则将来于六

朝文人诗文，亦必易于契合。” ［２１］４５５他还教导儿子

学义山诗，从其中体会情韵的表达方式：“尔七律十

五首圆适深稳，步趋义山，而劲气倔强处颇似山谷，
尔于情韵、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 ［２１］４９０ “情
韵”与“气势”“识度”“趣味”属于“古文四象”，曾国

藩将义山诗视为“情韵”的典型代表，由此不难见出

推崇之意。 在这番教诲之下，曾纪泽之诗也接受了

义山的影响［１６］１６３－１６９。

四、僻晦支离

李商隐诗之难解，众所周知。 之所以如此，从其

本人经历来说，固然是由其所处的两难境地及艰危

时世所造成；从诗史发展来说，则是其有纠正晚唐诗

坛流弊的用意。 刘禹锡、白居易尤其是后者的浅近

诗风至晚唐时期流为滑易，为救此弊，李商隐自然追

求诗歌表现方式的含蓄隐晦及情感意蕴的深刻丰

厚。 宋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许 云：“作诗浅易

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 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
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直诗而深思焉，则去

也。’” ［２２］宋初白体流行，诗风趋于滑俗，为救此弊，
杨亿、刘筠等馆阁诸公追踪义山诗而成西昆体；黄庭

坚为诗“以俗为雅”，亦有反俗化倾向。 许 认识到

学义山诗可以去除浅易鄙陋之习，因而抬高其诗史

地位。
明清文学世俗化发展的倾向更为显著，公安派

与袁枚的性灵诗学即为代表。 面对这一趋势，以儒

家正统文化传人自居的桐城派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方东树不点名地批评道：“如近人某某，随口率意，
荡灭典则，风行流传，使风雅之道，几于断绝。” ［６］１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语是针对袁枚性灵诗派及其

末流的。 姚鼐将对“浅易询灶妪” ［２３］２０１的袁枚性

灵诗派之弊的批判，上升到对其诗风远祖的警惕。
他编纂《今体诗钞》，目的就在于“正雅祛邪” ［２］１。
所以，他在选编过程中，对于诗史上俚俗诗风的始作

俑者，慎加去取。 如其评白居易诗云：“香山以流易

之体，极富赡之思，非独俗士夺魄，亦使胜流倾心。
然滑俗之病，遂至恶滥，后皆以太傅为籍口矣。 非慎

取之，何以维持雅正哉？” ［２］２《今体诗钞》选其 ３ 首

五律，１０ 首七律，数量之少，与其诗史地位完全不能

匹配。 而姚鼐之所以如此苛刻，就是为了从源头上

遏制俗体诗。 姚鼐对于那些在抵制俚俗化过程中起

至关重要作用的诗人，则予以高度肯定。 如其评苏

轼云：“东坡天才，有不可思议处。 其七律只用梦

得、香山格调，其妙处岂刘、白所能望哉！” ［２］３他又

推崇黄庭坚云：“山谷刻意少陵，虽不能到，然其兀

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

灵。” ［２］３－４他肯定苏轼利用刘禹锡、白居易诗之格

调而超越刘、白的贡献，将黄庭坚推举为纠正俗体诗

的典范。 同样，他赞赏李商隐七律 “犹足近掩刘

白”，抉发其用思之深意在“矫敝滑易” ［２］３，希望以

此挽救刘、白及其末流平滑浅易诗风的弊端。 在袁

枚性灵诗风流行的乾嘉时期，也需要利用义山之深

刻用思加以纠弊。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桐城派推

崇李商隐诗之精炼造语及深刻情感。
当时与“浅易询灶妪”的性灵诗派并存的，还有

“险怪趋虬户” ［２３］２０１的浙派。 浙派以厉鹗为代表，
其诗歌为了追求陌生化的效果，苦心经营诗意，用字

迥不犹人，抛弃常见典故，大量使用宋、元人小说中

的僻典［２４］ ，从而形成“险怪”的诗风。 姚鼐将袁枚、
厉鹗并称为“诗家之恶派” ［２５］ ，反感之情溢于言表。

９５１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对于“险怪”的诗风，方贞观亦抨击云：“近有作者，
谓六经、《史》 《汉》皆糟粕陈言，鄙三唐名家为熟烂

习套，别有师传，另成语句，取宋、元人小说部书世所

不流传者，用为枕中秘宝，采其事实，摭其词华，迁就

勉强以用之，诗成多不可解。 令其自为疏说，则皆逐

句成文，无一意贯三语者，无一气贯三语者，乃 然

自以为博奥奇古。 此真大道之波旬，万难医药者也。
但愿天地多生明眼人，不为其所迷惑，使流毒不远，
是厚幸矣。” ［１０］１９４３他严厉批评厉鹗诗歌所用典故

的来源及用典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可解”的
诗风。 厉诗用典缘于宋诗，而宋诗之用典又或多或

少受到李商隐的影响，因此，桐城派诗人对于李商隐

诗歌的用典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诗风之弊端多有清醒

的认识。 正如姚鼐所云，义山“第以矫敝滑易，用思

太过，而僻晦之敝又生” ［２］３。 李商隐诗歌由于纠正

平浅滑易之诗风，而追求含蓄深隐，结果走向另一个

极端，即晦涩难懂。 这种情况虽然不仅仅是诗歌用

典的缘故，但用典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正因为如

此，桐城派对于义山诗之用典多有批评，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山诗用典迂晦深隐。 宋人惠洪批评义

山诗“用事僻涩”，蔡绦亦指出其短处在于“用事深

僻，语工而意不及”②，集矢于李诗用典晦涩难懂；桐
城派也是在此层面不满义山诗。 姚鼐评《九成宫》
末二句云：“荔枝、卢橘皆夏熟，切避暑。 末句但谓

诏求此果耳，而语乃迂晦，此义山之病。” ［２］２８４该诗

本意在下诏求荔枝与卢橘，但义山偏云“鸾鹊天书

湿紫泥”，用“鸾鹊” “天书”指诏书，以“湿紫泥”指

封印，读者需要通过多层转换才能体悟，故姚鼐批评

其“迂晦”，并将此上升为李诗的通病。 方东树评

《曲江》云：“收句欲深反晦。” ［６］４３８此诗末二句“天
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诸家于此争论颇

多，朱鹤龄注后评云：“后四句则言王涯等被祸，忧
在王室而不胜天荒地变之悲也。” ［９］１３４何焯不满朱

氏此评，认为其“未尽作者之意” ［９］１３４。 程梦星亦

批评道：“只以‘忧在王室而不胜天荒地变之悲’一
语了之，于本句之‘心虽折’，下句之‘伤春多’一语

皆若不可解者。” ［９］１３６朱注及评未能清晰阐明《曲
江》的诗意，而方东树参考朱氏观点，故亦难明本

旨。 正因为如此，桐城派批评义山为追求深刻反而

走向僻晦的一面。
其次，义山诗用典浓艳轻利。 义山喜用与女性

相关的典故，此亦为桐城派不满。 钱澄之云：“其诗

使事摛辞，秾厚滞重，徒取工丽耳。” ［１４］２８１这里所谓

的“使事”的“秾厚”，即与女性相关。 如李商隐《南
朝》中的颈联“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
与尾联“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就用

了陈后主之张贵妃、孔贵嫔及七位女学士、齐废帝之

潘妃等多个女性的典故，且用“绣襦” “琼树” “金
莲”“颜色”等浓艳的辞藻，其“秾厚滞重”不言而喻。
方绩云：“此诗略近《隋宫》。”方东树认为“《隋宫》
又逊《筹笔驿》”，原因在于“用事太浓，下笔太轻利，
开作俗诗派” ［６］４３８。 实际上，《隋宫》亦用了《玉树

后庭花》等典故，只不过不似《南朝》那么浓艳。 《筹
笔驿》虽亦慨叹蜀汉之灭亡，然不用女性典故渲染

气氛，因此，在《南朝》 《隋宫》 《筹笔驿》这三首诗

中，方氏推其成就最高。
最后，义山诗用典浮泛支离。 方东树评李商隐

《九日》云：“义山贪用事多，不忍割，如此‘苜蓿’，何
所指也？” ［６］４４２此诗几乎句句用典，不仅有“贪多”
之弊，而且导致诗意隐晦不明。 此诗尾联“不学汉

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中的“苜蓿”之解，引发

诸多争议。 陆昆曾认为，这是为了表达“（令狐绹）
功在社稷，不徒如汉臣之偶一奉使，采取苜蓿归栽已

也” ［９］９３９。 而张采田反驳云：“只取移种上苑之义，
言令狐不肯援手，使之沉沦使府，不得复官禁近

也。 ……岂以敌国寓慨哉？” ［９］９４１从以上诸家的争

论中，亦可见此典容易引起多重解释。 在诗中用典

密集，并且不同典故之间跨度比较大的情况下，诗人

如果不能将其浑融一体，就容易给人堆垛之嫌。 方

氏不满义山在《写意》中用“燕雁上林”代指故乡，谓
其病在“支离无谓”。 可能他觉得上林是帝王之林

苑，义山以此代指诗人故乡，故不免“支离”。 姚鼐

评李商隐《郑州献从叔舍人褒》中“绛简尚参黄纸

案，丹炉犹用紫泥封”之句云：“东餐西宿之语，意褒

乃托神仙说以取贵者，故以是讽之与？” ［２］２８５姚氏

由诗中用语推测李褒乃道教中人，方东树承其师之

意，并进一步坐实云：“大约李褒好道，起即‘烟霞’
与‘钟鼎’，远以称之。 ‘金龙’虽用道家，仍切舍人

主撰文牋奏。 ……五六用‘黄纸’‘紫泥’与此同，皆
双关也。”对于这首诗的用典，方氏虽亦肯定其“似
精切”，然又批之云：“不免东餐西宿，开俗诗涂饰之

派。” ［６］４４０这里与其师同用“东餐西宿”表达对此诗

用典的不满，大概是指责李商隐好用代词为典；并且

指出如此用事，有开启俗诗派涂饰之弊的危险。 其

言外之意，就是针对浙派好以代词为诗的风气。
总之，在明清诗坛发展的大背景中，桐城派对于

义山诗，可以说是既爱又恨。 爱其为杜诗之 “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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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肯定其七律在杜甫、王维之后自成一派，用思

深刻而能“矫敝流易”；恨其以华美的辞藻描绘男女

私情，用隐晦的典故表达复杂的情感，革流易之弊而

又生涂饰之病。 但是，桐城派肯定义山七律学杜之

外，还注意到其兼有王维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王安石言论的束缚，拓展了后人对李商隐诗歌

渊源追溯的视域。 同时，桐城派虽出于正统观念而

指责义山诗之“藻饰”和“轻薄”，不过，一旦其抛开

这层因素的干扰，又能如曾国藩那样享受义山诗带

来的“怡悦”审美感受，凸显义山诗歌的文学质性。
这些评价在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上均具有重要的

意义。

注释

①参见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吴调公《李商隐诗歌研究》、米
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等专著中的相关论述。 ②分别见

惠洪《冷斋夜话》卷四（李保民、金圆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第 ２６ 页）、蔡绦《蔡宽夫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中华

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４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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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刘世南．清诗流派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１－

２７２．
［２５］姚鼐．惜抱轩尺牍［Ｍ］．卢坡，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５９．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Ｄｕ Ｄ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ｉｖ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Ｙｉｓ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ａｎ Ｗｕｚ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ｙ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ａｄ ｂｏ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 ｏｆ Ｄｕ Ｆｕ’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ｏｆ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ｐｏｅｔ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ｄｍｉｒｅｄ ｈｉｓ Ｓｅｖｅｎ Ｒｈｙｍｅｓ．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ａ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Ｄｕ Ｆ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
ｃｕｌｉｎ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Ｄｕ Ｆｕ’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ｍｉｎｉｎ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ｎｅｓｓ．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Ｚｈｕ Ｎｅ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ｅ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ｕｓｅｄ ｅｍｂｅｌ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ｐｉ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ｎｌｙ Ｚｅｎｇ Ｇｕｏｆａｎ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 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ｏｒ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 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ｈａｄ ｍｕｃｈ ｓｕｓｔｅｎａｎｃ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ａｓ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ｉｖｅ，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ｆｒｉｖｏｌｏｕ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 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ｙ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 Ｄｕ Ｆｕ； ｄｅｃｏｒａｔｅ； ｏｂｓｃ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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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